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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左亦鲁*

摘 要 假新闻是近年全球范围内的火热现象。它之所以会在2016年前后爆发,有技

术、心理、经济和政治社会学四方面的原因。对假新闻进行治理,应从假新闻生命周期的三个

关键主体———制造者、消费者(公众)和传播者(平台)———入手,综合运用法律、技术、市场和规

范手段。改革以美国《1996年传播风化法》第230款为代表的第一代互联网立法对平台责任

的规定则可能成为其中关键。此外,打击假新闻与经典表达自由原则和理论间存在张力,真治

理假新闻同样需要一场表达自由的再平衡。

关 键 词 假新闻 谣言 网络规制 平台责任 表达自由

导 论

“假新闻”(fakenews)是一个热词。〔1〕近年来,在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香港“修例风

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及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等事件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当人们

谈论假新闻时,他们指的是什么? 假新闻与传统的谣言有什么不同? 它为何会在近年———特

别是2016年前后———突然爆发? 对于假新闻,是否存在有效的规制手段? 治理假新闻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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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痛点又在哪里?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初步回答。
首先对假新闻进行概念上的限定。本文所讨论的“假新闻”,包含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假新闻应聚焦存在主观故意的假信息。假新闻涉及的信息可以被分为“假信息”

(disinformation)和“错信息”(misinformation)。〔2〕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存在主观故意,后者

则指因疏忽或过失导致的不准确信息。〔3〕有观点认为两种均应被纳入假新闻,但也有观点

认为只有“假信息”才属于“假新闻”的范畴。〔4〕本文采取后一种立场,认为对假新闻的讨论

应针对假信息。
第二,讨论假新闻的主要语境是互联网。假新闻并不是全新事物,自古以来各类谣言、19

世纪末的“黄色新闻”(yellowjournalism)、街头小报上充斥的“垃圾新闻”(junknews)和“伪新

闻”(pseudo-news)均可视为其前身。〔5〕但本文并不是针对谣言的综述或历史研究,〔6〕而是

关注假新闻为何会在近年突然爆发。换言之,本文锁定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等新兴技术背景下的这波假新闻爆发。
第三,鼓动(propaganda)应被纳入讨论。按照传统新闻传播学的观点,传统新闻伦理

强调客观、中立和基于事实的报道,“鼓动”却主观和立场鲜明。目前不少研究已将“鼓
动”划归为假新闻,〔7〕甚至有观点将“鼓动”等同于假新闻。〔8〕本文并不认为鼓动就是

假新闻,但在对假新闻的讨论中,鼓动应被纳入其中:一是因为给对方的鼓动扣上“假新

闻”的帽子,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话语。换言之,“鼓动”已经构成了今天围绕假新闻种

种话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二是在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和自媒体崛起的今天,客观报

道与主观评论、新闻与鼓动,两者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姑且不论是否可欲,强行区分

两者在现实中已变得不太可行。

一、为什么:假新闻的技术、商业、心理和政治社会学基础

(一)技术原因:深假技术和网状造假

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是假新闻近年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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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过于深假技术(deep-fake)和网状造假,它们从制作和传播两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假新闻的欺

骗性。
从制作上看,传统造假主要依靠文字,即便有时辅以造假的图片,也多以静态为主。但近

年各种深假技术出现,其通过“换头术”、真声模拟等手段,使假新闻以视频和音频等动态方式

呈现,〔9〕而音频和视频明显比文字和静态图片更具欺骗性。过去制作一则政治谣言只能通

过“编故事”,但编一个“好故事”并不容易。而且由于文字造假门槛极低,人们对文字信息的信

任度也相应降低。因此即使编出了“好故事”,也不是那么容易骗到人。但如果假新闻是基于

公众人物某段真实讲话或会议视频,再通过深假技术合成高度逼真的画面和声音,欺骗性就会

大不一样。如果再考虑到公众人物已经有大量视频和音频流传在网上,以这些资料为语料库

进行模拟和机器学习,会让假新闻不仅在声音和图像上接近,甚至连语法、措辞和表达习惯都

跟真人更像。对一般人来说,识破这种动态画面和声音结合的深假新闻难度是非常大的。
更进一步,“深假”技术并不满足于制造一个孤立的假新闻,而是编织一张巨大的假新闻网

络。这些年经过各种假消息和“剧情反转”,网民对于初级假新闻已经拥有一些基本的警惕。
在日常对话中,人们常会说“网上说XXX”。在一定程度上,这表明网民已经把“网上”标记为

一个独特的类别,它除了代表消息的来源,也隐含着对此类消息可信度相对较低的一个判断。
换言之,“网上”的消息应与传统媒体的新闻区别对待。我们可以称之为“最低限度的怀疑主

义”。在这种“最低限度的怀疑主义”之下,当面对来自网络的消息时,至少部分人会去对真实

性———比如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引用的文章、报道和数据等———做一些最简单的核实。
但新一代假新闻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除了制造一个“点”,更会同时编织一张“网”。除了

编造作为“原点”的那条假消息,它还会制造一系列相互佐证的“假证据”。为了抹黑甲,假新闻

会说甲之前就有一系列不良记录曾被媒体报道过,造假者会附上已经做好的假网站和假报道

的链接,或声称自己的假消息是来自某外国媒体,而内容、语言、版式都已经做好的假网站或

“截图”早在那里等待人们去“检验”。同时,大量水军和机器人(bot)会去转发、评论这些辅助

性的假报道、假网站和假证据,进一步增加可信度和覆盖面。
将制作和传播结合起来,种种“深假”技术首先让作为“点”的假新闻变得前所未有的真。

在接下来的传播过程中,之前的“点”会变成“网状”的假新闻。这个织网的过程并非简单只是

覆盖面的扩大,而是通过各种假证据、假链接、假转发和假评论带来可信度的增加。因此,新技

术对假新闻的帮助不只体现在网越织越大,更是网越织越密。
(二)心理和认知原因:从个体到群体

假新闻在近年爆发的另一原因来自心理和认知。现有大量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虚
假、误导、偏激的信息更容易在人群和网络世界传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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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的角度,锚定效应(anchoring)表明最早接触的信息会对人们的判断造成极大影

响,即使后面出现新信息也很难让人做出改变和调整。〔11〕这意味着如果人们一开始接触的

信息就是假新闻,那么这种“第一印象”和“先入为主”很难被扭转。因此,即便后续辟谣,也很

难产生效果。而且对一般公众来说,点开一篇标题耸动、立场鲜明甚至偏激的假新闻的几率,

要远大点开于一篇客观专业、基于事实的报道。在理论上,真新闻和假新闻具有相同的锚定效

应,但若加入假新闻更容易被人点开和阅读这一因素,这意味着在现实中,假新闻沉下去的

“锚”会比真新闻多很多。

如果说锚定效应至少假设个体是“一张白纸”,那么“偏颇吸收”(biasedassimilation)则表

明人们倾向于寻找和接受那些符合自己已有信念和偏见的信息。〔12〕换言之,部分人群在接

受假新闻时,可能并不是那么“无辜”;相反,他们选择相信和传播假新闻,是因为他们之前的信

念和偏见本就倾向于假新闻背后的立场或结论。已有立场和偏见对认知的影响不只出现在信

息接收的初始阶段,它们同样会影响人们对新证据或反驳的解读和接受。根据“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bias),人们会根据已有信念选择性地解读新证据。〔13〕换言之,“确认偏误”告
诉我们:即使出现针对假新闻的辟谣,相当部分的人会选择忽略与自己立场相左的证据,或者

用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些证据。在治理假新闻时,我们常能听到“辟谣没有用”

的抱怨,确认偏误就是导致辟谣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上述倾向则表现为社会流瀑(socialcascades)、回音室效应(theecho
chambereffect)、信息茧房(informationcocoons)和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14〕锚定

效应和偏颇吸收解释了个体为何更容易相信假新闻,社会流瀑则告诉我们“一传十,十传百”:

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某条消息时,人们也会倾向于接受。〔15〕同时,“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人们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跟自己立场接近的人交往。因此,无论是现实世界交往还是

虚拟世界朋友圈和微博关注,人们多会身处立场和自己接近的声音中,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回
音室”和“信息茧房”。身处其中,人们只会接触到内容、立场相似的信息———如果一开始进入

“回音室”的就是假新闻,那么人们只会看到类似的信息不断重复和强化,另一方的声音或“辟
谣”很难进入。在“回音室”和“信息茧房”中待久了,群体极化就会出现———本就具有相同立场

的人会整体变得更加极端。〔16〕这又会导致新一轮的“恶性循环”,群体极化使得某一群体在

面对符合其已有信念和立场的假新闻时,会更容易接受和去传播,这也使辟谣和纠错变得更加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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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晓庄、白学军:“判断与决策中的锚定效应”,《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1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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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的认知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如此,为何假新闻在近年愈演愈烈? 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互

联网的出现。这也是本文为何强调对这一轮假新闻爆发的研究必须置于互联网语境下。除了

加速假新闻的扩散,桑斯坦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互联网的高度订制化和个人化使信息茧房和群

体极化变得更加严重。〔17〕新近出现的算法推荐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和商业模式则会进一步

强化这种趋势。在前网络时代,人们会在街头、书店、报刊亭和电视上“不期而遇”很多不同声

音,这多少会有助于人们减少偏见,兼听则明。〔18〕但互联网在使人们接触的信息更加“精准”

和“个性化”时,却也可能让他们变得更加狭隘和偏激。

(三)经济和商业原因:“大交易”和流量经济

假新闻泛滥的第三个原因是:基于经济和商业上的理由,社交媒体和平台缺乏足够激励规

制自身平台上的假新闻。其背后的商业模式和逻辑可概括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大交易”(the
GrandBargain)。〔19〕换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流量至上和注意力经济。

社交媒体和平台在今天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无论是获取资讯还是公共讨论,

人们都越来越依赖脸书、推特、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和平台。如果说过去人们主要从纽

约时报、CNN、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获取新闻,现在则是脸书、微信群、朋友圈和微博。无论从

职业伦理还是商业模式,传统少对多(few-to-many)媒体都有相对多的激励和约束去提高自己

内容的可信度和质量。〔20〕

但在现有商业模式下,多对多(many-to-many)的社交媒体和平台却缺乏激励去治理假新

闻。在一定意义上,假新闻甚至是受鼓励的。因为与需要订阅和付费的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

体和平台多以免费的面貌出现。但“免费”背后真正的逻辑是:用户免费使用社交媒体和平台,

付出的“对价”则是为平台带来流量以及更重要的———数据。〔21〕流量、日活跃用户数(DAU)

等概念最直接地体现了“大交易”的内核———更多的流量和日活就等于更多的广告和收入,而
用户在社交媒体和平台上留下的海量个人数据则具有虽不那么直接但却更惊人的商业潜力。

首先,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挖掘,商业巨头可以对用户画像,根据不同偏好生产和推荐更

有针对性的广告。这些更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内容,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多的流量、广告、收入和

留下更多的数据。其次,数据作为一种资产,拥有更直接也更巨大的价值潜力。以“剑桥数据”

为代表的把数据卖给第三方的做法,只是拿数据赚钱最简单粗暴的一种方式。商业巨头目前

可能还没有(或不敢)直接针对自己掌握的海量数据进行商业开发。但所有人都知道,在数字

经济下,数据就是“新石油”。因此,拼命吸引流量和疯狂囤积数据就成了最理性和普遍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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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5页。

SeeJackBalkin,“MediaFilters,theV-Chip,andtheFoundationsofBroadcastRegulation”,Duke
LawJournal,Vol.45,Issue6,1996,pp.1141-1144;桑斯坦,见前注〔17〕,第7页。

SeeJackBalkin,“FixingSocialMedia̓sGrandBargain”,AegisSeriesPaperNo.1814,https://ss-
rn.com/abstract=3266942,lastvisitedon9December2020.

Ibid.,p.1.
SeeBalkin,supranote19,p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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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大交易”对假新闻泛滥的助推则体现在既然更多的用户和流量意味着更多的收入,社交

媒体和平台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吸引用户和流量。事实表明,假新闻、“标题党”、争议性和极

端话题是“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下最有效吸引用户和流量的方式之一。〔22〕2019年初,

由咪蒙旗下“才华有限青年”出品的《出身寒门状元之死》(以下简称《状元》)一文引发的巨大争

议(和流量),就是“大交易”最好的例子之一。《状元》一文引发的事件可能最生动地刻画了社

交媒体和平台今天的生态和商业模式。对它们而言,内容是否真实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这种具有高度争议的“标题党”和假新闻才能带来如此巨大的流量,一
篇严谨、扎实的新闻报道是很难做到的。在“大交易”和流量经济之下,社交媒体和平台至少缺

乏足够的激励去限制和删除《状元》这样的假新闻,甚至还有可能默许和鼓励它们的出现。“咪
蒙”和“才华有限青年”微博和公号被封只会让新媒体和平台去学习如何更高明地吸引流量而

又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却不会改变他们对流量和注意力的追逐。
(四)政治社会学原因:后真相时代和传统权力的衰落

本节聚焦假新闻泛滥的政治社会学根源,同时也试图回答假新闻为何会在2016年前

后———这样一个相对具体的时间点———集中爆发?

如前所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两大“黑天鹅事件”把“假新闻”带入了全

球视野。借用福柯的概念,作为“物”的假新闻古已有之,但2016年让作为“词”的假新闻以前

所未有的规模出现。〔23〕当然,并不能就此认为2016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是导致假新闻爆

发的“因”;相反,这两个事件很可能和假新闻一样,也是某种原因的“果”。

在讨论假新闻时,“后真相”(post-truth)这一概念往往会同时出现。《牛津字典》在2016
年———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的同年———将“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24〕在

西方颇具影响的慕尼黑安全峰会(MunichSecurityConference)也将“后真相”作为2017年年

初报告的三个主题之一。〔25〕所谓“后真相”是指:“事实”和“真相”正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或

难以获得;伴随这一趋势,政治文化和公共讨论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情感、偏见等非理性维

度。〔26〕“后真相”这一概念可为我们理解假新闻兴起提供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945·

假新闻: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22〕

〔23〕

〔24〕

〔25〕

〔26〕

SeeTim Wu,TheAttentionMerchants:TheEpicScrambletoGetInsideOurHeads,NewYork:

AlfredA.Knopf,2016.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SeeOxfordDictionary,“WordoftheYear2016”,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
year/word-of-the-year-2016,lastvisitedon9December2020.

Se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MunichSecurityReport2017:Post-Truth,Post-West,Post-
Order?”,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munich-security-re-
port-2017,lastvisitedon9December2020.慕尼黑安全峰会年度报告则认为:“假新闻的传播、政治动机下窃

取信息并泄露、对水军(trolls)的使用、社交媒体上的机器号,这些方式都对明智的公共辩论形成巨大挑战。”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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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和真理往往与权力联系在一起。〔27〕简单来说,政治和知识上拥有权力和权威的人,
通常可以定义和代表真理和真相;反过来,对真理和真相的发现和定义又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

权力和权威。美国最高法院杰克逊大法官“我们是终审法院不是因为我们不犯错,我们不犯错

是因为我们是终审法院”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体现。〔28〕

在“后真相”时代出现前,政府、传统媒体以及专业人士和机构都是这种权力的代表。当他

们的权力稳固时,所谓真相和真理也相对确定。在有关假新闻的讨论中,假新闻的首要危害被

认为是对专业声音、权威机构和客观事实造成伤害,从而使整个社会基于共同认可的事实进行

理性对话变得不再可能。〔29〕的确,假新闻会伤害那些代表了“真”的机构;但假新闻之所以会

在某一时期大量出现,恰恰说明这些机构和权力已经开始动摇。回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爆发初期,之所以有那么多谣言和真假不明的消息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级别的重大突发

事件会造成短时间内政治、专业和媒体等传统权威集体失灵,而这种真空则为假新闻的生长提

供了土壤。〔30〕

因此,“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和假新闻近年的兴起,背后的政治社会学原因是全球范围内传

统权力和秩序的动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从国家到国际

层面的动摇。〔31〕首先是美国国内,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及桑德斯在

左翼阵营的崛起),都反映了自里根时期奠定的美国政治基本结构和力量对比正处于从衰败到

新生的转型期。〔32〕以两党建制派和传统主流媒体为代表的旧权力格局已经衰落,而新的还

尚未建立。这种真空和混乱不仅导致特朗普当选,也使来自国内和国外(即所谓俄罗斯干预大

选)的假新闻得以“趁虚而入”。同样,英国脱欧公投前后假新闻的泛滥则是英国国内政治和战

后国际秩序———特别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动摇的反映。〔33〕迈克尔·曼在《社会

权力的来源》中,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视为战后全球秩序的三大

支柱。〔34〕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至少部分反映,这三大支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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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34〕

更多讨论,seeJamesD.Faubion(ed.),Power(EssentialWorksofFoucault,1954-1984,Vol.
3),NewYork:TheNewPress,2001.

原文为:Wearenotfinalbecauseweareinfallible,butweareinfallibleonlybecausewearefinal.
SeeISP,supranote7,p.3.
关于疫情期间信息传播的特殊性,参见王锡锌:“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的障碍及克服”,《法学》2020

年第3期,第19-35页;MichaelKaranicolas,“EveninaPandemic,SunlightistheBestDisinfectant:COV-
ID-19andGlobalFreedomofExpression”,OregonReviewofInternationalLaw,Vol.22,No.8,2020,pp.
1-15.

关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参见(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版,第305-431页;(英)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47页。

SeeJackBalkin,“TheRecentUnpleasantness:UnderstandingtheCyclesofConstitutionalTime”,

IndianaLawJournal,Vol.94,Issue1,2019,pp.253-296.
苏格兰独立公投也可以放在这一背景下考虑。
参见(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化(1945-2011)》(第四卷),郭忠华等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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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到的慕尼黑安全峰会在“后真相”之外,还选择“后西方”(post-west)和“后秩序”(post-or-
der)作为其2017年度报告的主题词,〔35〕更清楚地展现了假新闻与传统权力和秩序衰落间的

联系。

除了政治权力,同样衰落的还包括传统媒体。如上一节分析的,相比新媒体,报纸和电视

等传统媒体因人员素质、职业伦理和制度激励等因素,的确更可能产出更客观、专业的报道。

但问题在于,年轻一代已经很少从这些传统平台和渠道获取新闻和信息。单纯批评年轻人不

愿意从相对可靠渠道获取信息并不是很有建设性,传统媒体同样应该反思。仍以2016年特朗

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为例,主流媒体和民意调查机构事前几乎统统预判错误,这多少从侧面说明

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受众立场和偏好的把握。

综上,这一轮假新闻爆发的政治社会学原因是:我们正身处一个传统权力和秩序急剧变化

和调整的时代,他们曾拥有的定义和代表“真”的权力和权威也随之动摇和衰落。这一真空短

时间内又无法被填上,由此形成了一个黑洞———能够提供和背书真相和真理的权威缺失,导致

假新闻的出现;而假新闻的进一步泛滥,又让人感觉真相和真理已经不可求或不重要,“后真

相”的症状进一步加剧。在如何治理假新闻的讨论中,很多建议指向重建和设立具有可信度和

权威的机构———比如专门的事实核查机构。〔36〕但若放在“后真相”这个背景下,需要重建或

新建的可能不是一两个具体的机构,而是迈克尔·曼意义上秩序的重建与新生。

二、怎么办:假新闻的制造、消费和传播者

在分析了假新闻的成因后,本节将转向讨论怎么办———如何治理假新闻。本节的分析将

围绕假新闻生命周期和传播链条中三个关键主体展开:制造者(记者、媒体、自媒体等)、传播者

(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平台)、消费者(普通民众)。〔37〕

(一)假新闻的源头———制造者

制造者是整个假新闻生命周期的源头。从理论上讲,从源头上遏制假新闻是最理想的,但
在现实中却可能也最困难。按照本文开头的定义,“假新闻”主要是指存在主观故意的假信息

而非错信息。既然存在主观故意,这意味着假新闻制造者是有意为之。这些故意制造假新闻

的人,除了有意识地实现某种精准或模糊的目的外,同样也会有意识地隐藏身份和避免追责。

从源头打击假新闻的困难是与归属(attribution)难题联系在一起的。归属一直被视为网

络安全的头号难题。〔38〕不仅仅是网络安全,治理假新闻也是如此。在关于俄罗斯军事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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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Se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supranote25.
比如脸书推出的“事实检查系统”(fact-checkingsystem),seeOliviaSolonandJuliaCarrieWong,

“Facebook̓sPlantoTackleFakeNewsRaisesQuestionsoverLimitations”,https://www.theguardian.com/

technology/2016/dec/16/facebook-fake-news-system-problems-fact-checking,lastvisitedon9December2020.
SeeISP,supranote7.
SeeKennethLieberthalandPeterW.Singer,CybersecurityandU.S.-ChinaRelations,Washing-

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201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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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机构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争论中,难点恰恰是:首先,就像当年爱沙尼亚网络攻击事件所体

现的,在网络空间很难清楚证明攻击或假新闻就是来自某国,掩盖痕迹或嫁祸别人,本就是网

络战的基本操作。其次,即使有确凿证据表明假新闻源自某地,传统规制手段往往鞭长莫及。

在有关假新闻的讨论中,“马其顿青少年”(Macedonianteenagers)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据

称,美国2006年大选中的大量假新闻,就是来自以韦莱斯(Veles)为代表的马其顿小城的青少

年,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制造和传播各种假新闻。〔39〕且不说外国专业的军情和网络战

机构,在治理假新闻时,一国政府在应对“马其顿青少年”时所能采取的措施也相当有限。把目

光从国外切换到国内,情况也只能得到有限的改善。在国内定位假新闻源头,多少会比追踪到

国外要容易,但仍然难免大海捞针。在一定程度上,国外假新闻制造者虽距离遥远,但源头相

对单一或集中,而国内的假新闻制造者则很可能更加分散和去中心化,这反而又会增加定位的

难度。此外,规制国内的假新闻制造者,平衡打击假新闻和公民权利保护的的成本和敏感性也

会显著增加。

上述是从反面———限制假新闻制造者———出发提出的建议,另一种思路则是从正面———

增加和扶持真新闻———入手。一些学者提出应建立新闻源“白名单”制度,即只有来自可信或

被认可作者、机构和源头的信息才可以作为“新闻”发布。〔40〕在西方,新闻白名单制度是应对

日益泛滥假新闻的非常之举。但对中国公众来说,这一制度其实并不陌生。在一定程度上,根

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中国

互联网新闻管理所采取的许可制就是“白名单”。根据上述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

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41〕对于何种主体可以申请,则存在一系列要

求。〔42〕但“白名单”存在的问题也相对明显:即使“白名单”可以垄断对“新闻”的供给,但却无

法垄断对“信息”的供给。换言之,哪怕“白名单”让“新闻”都变成了真的,但谣言和假消息仍然

会以评论、即时通信等形式迂回出现。

(二)假新闻的末端———公众

如果说制造者是假新闻的“头”,那么消费者———也就是公众———就是“尾”。在整个假新

闻链条中,内容消费和接收者又可再细分为两类: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只是阅读一篇假新闻而

没有转发等行为。那么无论其是否相信,至少这条假新闻的传播在甲这里形成了闭环。在第

二种情况下,如果甲选择转发或分享,那么其又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假新闻的传播。在后一种情

境中,甲的作用变得更加积极和复杂。在一定程度上,转发行为使其从纯粹消极的消费者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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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SeeSamanthSubramanian,“InsidetheMacedonianFake-NewsComplex”,https://www.wired.
com/2017/02/veles-macedonia-fake-news,lastvisitedon9December2020.

SeeISP,supranote7,pp.8-10.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5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5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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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加积极主动的转播者。

从末端治理假新闻,困难尤其在于如何对上述第二种情况———消费者参与转发———进行

规制。此处的关键是对参与了传播的消费者进一步区分。中国法律在这方面其实已经进行了

某些探索。一个可参考的路径是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的思路。除了惩罚诽谤内容的制造者,“两
高”解释也规定了“转发者”和“分享者”的责任,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区分:“明知是捏造的损

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简言之,“两
高”解释认为在“情节恶劣”时,转发者和分享者可以比照制造者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情节恶劣”是独立于《刑法》第246条和上述司法解释第2条所列举的四种“情节严重”之外的

多一层要求。换言之,对转发者来说,他转发的内容除了需要满足“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

以上”等四种“情节严重”情形之一,还需要再有其他“情节恶劣”的因素。
借鉴这种思路,对于“情节恶劣”的转发型消费者,也可以比照假新闻制造者惩罚。但这仍

存不小的困难:首先,是如何设计“情节恶劣”的标准。标准过高会使法律形同虚设,标准过低

则会对信息传播和公共讨论产生寒蝉效应。其次,则是如何处理那些“情节轻微”的转发者。

一方面,他们行为的危害的确没有达到“恶劣”的地步;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转发也的确促进了

假新闻的传播和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情节轻微”的转发者———而非那些“情节恶劣”

的转发者———才构成了假新闻传播中的绝大多数。
治理“情节轻微”的转发者,可能需要借助法律之外的技术手段。不少假新闻都存在“标题

党”的特征,而多数网民往往看完标题或开头就“随手”转发。一个简单的技术改进是稍微增加

转发的成本。例如,可以要求平台或app提供如下功能:读者在内容页至少停留一定时间,或
至少把内容从头到尾过一遍后才可以进行转发。更严格一些的话,可以要求读者转发前必须

输入验证码或回答问题。这种设计可以减少两种情况的出现:一是被“标题党”误导而导致的

转发;二是提供一个简单的“冷静期”,通过为转发设置一些障碍,一些基于冲动的“随手转发”

会因此冷却。但这种做法的困难不在于技术,而是经济。如前所述,平台之所以默许假新闻的

泛滥,是因为“标题党”和假新闻能带来最多的流量。对平台来说,增加转发和分享的难度,就
是减少自身流量和收入,而这违背了社交媒体时代“大交易”最根本的逻辑。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者提出教育公民的重要性,比如在中小学加入假新闻识别和批判性思

维等课程。〔43〕从长远来看,教育当然是有用的。年轻一代网民比他们的父母相对更容易辨

别假新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比父母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
更多是源自对新技术和网络信息更早和更频繁的接触,而非学校和课程。但公民教育的问题

也在于见效太慢,作为一种长期措施可以提倡,但中短期仍需另寻他法。
(三)假新闻的传播者———平台

鉴于治理“一头一尾”———制造者和消费者———均存在一定困难,治理假新闻的可能和压

力就越来越集中在作为传播者的平台身上。这也是传统法律规制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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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eeISP,supranote7,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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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治理假新闻的问题上,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人呼吁改变法律对平台的“优待”或“豁
免”,要求平台承担更多、更积极的责任。〔44〕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近年围绕美国《1996年传

播风化法》(TheCommunicationsDecencyActof1996,以下简称CDA)第230款产生的争论。

作为《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Actof1996)的一部分,CDA代表着人类规制互

联网最早、最系统的尝试。后来绝大多数国家在设计自己有关平台责任和内容规制的法律时,

都或多或少借鉴了CDA。因此,反思CDA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法问题,而是代表着人们对

以CDA为代表的第一代互联网立法的反思与批判。

CDA最初目的是限制网上某类内容的传播,某些条款因此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45〕但

具体到CDA第230款,它逐渐变成了鼓励互联网自由发展以及豁免平台法律责任的代表。

CDA第230款(c)(1)规定:“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应被视为其他信息内容提

供者所提供信息的发布者(publisher)或发言者(speaker)。”〔46〕如果说(c)(1)是对平台身份的

认定,(c)(2)直接是对平台责任的免除:“无论该材料是否受到宪法保护,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

提供者和用户自愿出于善意采取行动,限制接触淫秽、低俗、猥亵、粗鄙、过度暴力、使人不安或

其他令人无法接受的材料时,不应承担责任。”〔47〕

长期以来,(c)(1)和(c)(2)的结合为平台提供了强大的保护。电子前线基金会(EFF)更
是将CDA第230款称为“保护互联网言论最重要的法律”。〔48〕传统上,美国法律规制媒体和

平台时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报纸模式,二是广播模式。前者把平台视为“发言者”(speaker),发
布在平台上的言论等同于是平台自己说的“话”;后者则把平台视为“接收新闻、评论和广告的

消极的容器或渠道”,〔49〕平台上的内容是别人说的“话”,平台只是负责传播这些声音。从权

利和义务对等的角度看,报纸模式和广播模式是大致公平的:报纸虽然获得了“发言者”的地

位,可以对内容进行更多的编辑,但也因此需要为自己发布的言论承担责任;广播没有被认定

为“发言者”,因此不能对内容进行编辑(而只能客观、忠实地呈现),但也无须为发布内容承担

太多责任。

CDA第230款相当于赋予平台一个“加强版”的广播模式。(c)(1)的作用是把网络平台

认定成媒介、容器和渠道———而非“发言者”或“出版者”。这接近红狮案对广播身份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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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对各方观点总结,seeCincyCohenandJamieWilliams,“20YearsofProtectingIntermediaries:

Legacyof‘Zeran’RemainsaCriticalProtectionforFreedomofExpressionOnline”,https://www.eff.org/

deeplinks/2017/11/20-years-protecting-intermediaries-legacy-zeran-remains-critical-protection,lastvisitedon
9December2020.

参见左亦鲁:“告别‘街头发言者’———美国网络言论自由二十年”,《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第

429页。

47U.S.C.§230.
Ibid.
ElectronicFrontierFoundation,“Section230oftheCommunicationsDecencyAct”,https://www.

eff.org/issues/cda230,lastvisitedon9December2020.
SeeMiamiHeraldPublishingCo.v.Tornillo,418U.S.241(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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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50〕(c)(2)则意味着,网络平台同时拥有相当的权力去对内容进行编辑或规制,而这通常

是属于报纸的权力。两者相加,网络平台既拥有编辑和规制内容的权力/权利,却又不用承担

因获得“发言者”或“言论”身份而附加的责任。
但这种“优待”却十分不利于激励平台规制假新闻。首先,当平台不想管假新闻时,他们完

全可以援引(c)(1)主张自己不是假新闻的发言者或发布者,从而不用为假新闻承担责任;其
次,(c)(2)原意是鼓励平台放手去管理内容,但这种激励却只局限于淫秽和低俗类内容。而在

治理假新闻时,假新闻多涉及政治和公共议题,无疑比淫秽和低俗内容更接近表达自由“中
心”,因此也更敏感和棘手。缺少“免责金牌”的平台很可能会因害怕惹上言论自由争议而对打

击假新闻望而却步。
如果说CDA主要给了平台“不当发言者”的好处,与算法规制有关的一系列判例又让平

台享受了成为“发言者”的好处。在抵制对自己算法进行规制时,平台最常主张的就是算法是

他们的“言论”,平台对内容的选择、呈现和编辑就相当于算法在“说话”。〔51〕照此逻辑,对算

法和平台的规制都是在干涉他们的“言论自由”。目前已有的全部判决,都支持了算法和平台

的这种主张。〔52〕把算法的言论自由主张和CDA第230款放在一起会发现,平台把两头好处

都占尽:当它想主张自己是“发言者”时(抵制算法规制),它就可以享受“发言者”的好处;当它

不想为平台上内容承担责任,就可以获得豁免。
在上述法律框架下,从平台入手治理假新闻就变得十分困难。一方面,以CDA为代表的

法律相当于平台防御性的“盾”———它可以为平台的不作为辩护,平台可以声称自己不是假新

闻的发布者,除传统的“通知—删除责任”外,无须承担更多义务;另一方面,算法的言论自由主

张则是平台攻击性的“矛”———当平台对假新闻有更多认同甚至参与时,他们可以主张对内容

的选择、编辑和呈现是平台的“言论自由”,法律无权对此进行干涉。
伴随着平台角色和重要性的不断变化,要求收回平台特权或“免责金牌”的呼声日益强

烈。〔53〕修改甚至废止CDA第230款就成为了很多改革的主要目标。如《金融时报》所言,
“如今,大科技公司不仅具有煽起仇恨言论和假新闻火焰的威力,也同样有能力随时随地清除

这些东西,有鉴于此,今天的互联网显然是一个在根本上与1996年不同的世界,它需要在根本

上不同的规则。”〔54〕在学界和新闻界之外,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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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SeeRedLionBroadcastingCo.v.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395U.S.367(1969).
更多讨论,参见左亦鲁:“算法与言论:美国的理论与实践”,《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第122

-136页。

SeeSearchKing,Inc.v.GoogleTech.,Inc.,No.02-1457,2003WL21464568(W.D.Okla.
2003);ChristopherLangdonv.GoogleInc.,etal.,2007WL530156,Civ.Act.No.06-319-JJF(D.Del.
2007);Zhangv.Baidu,10F.Supp.3d434(SDNY2014).

参见约翰·桑希尔:“社交网络是出版商,不是邮递员”,载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

story/001082076?full=y&ccode=2G172001&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9日;拉娜·福鲁哈尔:
“收回科技大公司的‘免责金牌’”,载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4520,最后访问日

期:2020年12月9日。
福鲁哈尔,见前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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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skill)和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RobPortman)领导的两党参议员小组已提交一项

法案,要求对CDA第230款进行修改。〔55〕特朗普因一条推特被贴上“事实核查”标签而号召

“废除230! (REVOKE230!)”,〔56〕以及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对特朗普“封号”所引发的争

议,〔57〕则是火力越来越集中在CDA和平台的最佳例证。

但改革也并不容易。长期以来,以CDA第230款为代表的传统法律框架,都因其“松绑”

和“减负”,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和权利保护,被认为构成了过去三十多年互联网

飞速发展的基石。〔58〕现在要改变这一规制平台责任的传统框架,真正的难点除了技术和设

计层面,还体现为理念上转弯的困难———各方对平台应扮演何种角色以及承担什么责任存在

根本分歧。目前花样繁多的对平台的称呼———公司城(companytown)、广播者(broadcast-

er)、编辑(editor)、新总督(newgovernor)和受托者(fiduciary)等 〔59〕———同样反映了对各方

平台认识的混乱。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假新闻治理还是电商“平台责任”,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

“安全港”原则还是整个网络内容规制,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它们的背后,是在网

络法发展近三十年后,如何超越以CDA第230款为代表的第一代互联网立法,重新想象和定

义平台的角色和责任。

三、表达自由的再平衡

在分析完成因和可能的措施后,本节将讨论治理假新闻的深层困境和矛盾。长期以来,表

达自由曾在信息真实性和公共讨论活跃度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但假新闻的出现却打破了这

种平衡,对经典表达自由的一些基本前提和原则构成挑战。旧的平衡已打破,新的平衡却未形

成,这种“失衡”状态是导致打击假新闻在全球范围变得困难的深层原因。治理假新闻与经典

表达自由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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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See“StopEnablingSexTraffickersActof2017”,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

senate-bill/1693,lastvisitedon22January2021.
SeeBobbyAllyn,“AsTrumpTargetsTwitter̓sLegalShield,ExpertshaveaWarning”,https://

www.npr.org/2020/05/30/865813960/as-trump-targets-twitters-legal-shield-experts-have-a-warning,lastvisi-
tedon9December2020.

SeeTwitter,“Permanentsuspensionof@realDonaldTrump”,https://blog.twitter.com/en_us/

topics/company/2020/suspension.html,lastvisitedon22January2021;Facebook,“OurResponsetotheVi-
olenceinWashington”,https://about.fb.com/news/2021/01/responding-to-the-violence-in-washington-dc/,

lastvisitedon22January2021.
SeeJackBalkin,“Old-School/New-SchoolSpeechRegulation”,HarvardLawReview,Vol.127,

Issue8,2014,p.2313.
SeeKateKlonick,“TheNew Governors:ThePeople,Rules,andProcessesGoverningOnline

Speech”,HarvardLawReview,Vol.131,Issue6,2018,pp.1598-1670;JackBalkin,“FreeSpeechinthe
AlgorithmicSociety:BigData,PrivateGovernance,andNewSchoolSpeechRegulation”,U.C.DavisLaw
Review,Vol.51,Issue3,2018,pp.114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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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治理假新闻要求在公共对话内对言论内容(content)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但西

方经典表达自由原则上禁止基于内容(content-based)的规制,反对对言论的内容或实质进行

审查。〔60〕正如“第一修正案之下不存在所谓错误的观点”(UndertheFirstAmendmentthere
isnosuchthingasafalseidea)所体现的,〔61〕在公共对话中,一切言论都被视为“意见”(opin-
ion),而意见是不分真假、对错和好坏的。

影响早已超出美国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就是上述原则的最好体现。〔62〕萨利文案本质

就是一个“假新闻是否应受表达自由保护”的问题。萨利文之所以把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就是

因为在涉及他的报道中出现了“对事实的不实描述”。〔63〕从这一角度看,萨利文案判决所代

表的原则和精神并不利于治理假新闻:美国最高法院承认的确存在“对事实的不实陈述”,但为

了确保公共辩论是“不受限、活跃和开放的(uninhibited,robustandwide-open)”,〔64〕必须给

公共讨论留出足够的“呼吸空间”。〔65〕换言之,萨利文案表明:为了保持公共讨论的活跃和自

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或容忍假新闻;如果对言论的真实性提出过高要求,会扼杀表达自

由的“呼吸空间”,形成“寒蝉效应”。
萨利文案之后,对假新闻另一有力“保护”是2012年的合众国诉阿尔瓦雷兹案。〔66〕该案

涉及国会是否可以立法禁止人们谎称自己获得军事荣誉勋章,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回答是不能。
在阿尔瓦雷兹案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宣布:除极个别情况外,谎言和虚假陈述不是一种被禁止

的言论类别(category)。〔67〕布雷耶在他的附议更是明确表示:“在很多语境下,错误事实陈述

都服务于有用的目的。更进一步,针对错误事实陈述的刑事起诉会导致发言者不敢进行真实

陈述,而这会对处于第一修正案核心的言论产生‘寒蝉效应’。”〔68〕在一定程度上,阿尔瓦雷兹

案为假新闻提供了比萨利文案更坚实的保护基础:在萨利文案中,假新闻还是作为例外“破格”
受到保护的;但到了阿尔瓦雷兹案,假新闻和虚假陈述作为一个整体是原则上受保护的。

不仅仅是在经典案例中,对假新闻的“保护”更是已融入经典表达自由理论。在著名的思

·755·

假新闻: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参见(美)罗伯特·波斯特:《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左亦鲁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SeeGertzv.RobertWelch,418U.S.323(1974).
SeeNewYorkTimesCo.v.Sullivan,376U.S.254(1964).
萨利文认为纽约时报刊登内容中与事实不符的主要体现在两处:①当地警察并没有携带机关枪和

催泪瓦斯包围学生,通过断粮断水迫使学生“投降”;②警察并没有七次逮捕马丁·路德·金。

Seesupranote62.
“实际恶意”(actualmalice)的确为打击假新闻留下了一个口子,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已有不

少研究表明,由于证明标准过高,“实际恶意”已使证明侵权存在变得十分困难;第二,萨利文案之所以能成为

一个正典(canon),是因为其被当作一个保护而非限制言论自由的典范。其遗产或“核心含义”(centralmean-
ing)就是在涉及公共人物和公共议题时,一定程度的“假新闻”是被允许的,而不是“实际恶意”这样的但书。
关于萨利文案的“核心含义”,seeHarryKalven,“TheNewYorkTimesCase:ANoteontheCentralMeaning
oftheFirstAmendment”,SupremeCourtReview,Vol.1964,1964,pp.191-222.

UnitedStatesv.Alvarez,567U.S.709(2012).
Ibid.
Seesupranote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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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市场理论中,霍姆斯指出:“思想的自由交流更有助于人们通向他们所期望的终极的善。检

验真理的最佳标准是看某一思想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69〕思想市场理

论虽然把表达自由保护的正当性建立在“真理”之上,〔70〕但这却恰恰要求思想市场不得把

“真”作为一个标准引入竞争。希望表达自由能够帮助我们接近真理,反而不能要求在找寻真

理的过程中,所有言论都必须是真理或真实的。恰恰相反,表达自由和公共对话保护的是一个

真假好坏各种言论竞争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把“真”的标准引入,反而是违背思想市场理论

的。因为在真理被发现这个终极结果出现前,人们并无法判断言论的真假好坏(如果在这个阶

段已经可以判断何为真理,那竞争和筛选的过程就变得没有必要了),过早下结论反而可能扼

杀了真理或真相的产生。按照思想市场理论的逻辑,打击假新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管它,让
真的、更优质的言论在竞争中将它击败。反过来,禁止假新闻不仅会破坏思想市场的自由竞

争,而且按照“谣言倒逼真相”等说法,这甚至会阻碍真理和真相的产生。

第二,经典表达自由假设公共对话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理性的主体,因此他们可以自己判

断言论的真假对错。〔71〕但打击假新闻则相当于推翻这一假设,宣告不能完全相信公民具备

自行判断的能力。

平等理性主体的假设一直是区分公共对话内外的界碑。公共对话内与公共对话外的本质

区别就在于:后者不存在主体平等理性的假设,法律承认消费者、客户、患者和外行相对于厂家

和广告商、律师、医生和专业学者处于弱势地位,并愿意提供倾斜性保护。〔72〕如波斯特所说,
“在公共对话之外,主体通常被想象成不独立的、脆弱的而不平等的。”〔73〕而法律为弱者提供

倾斜性保护的主要方式,就是对强者言论的内容提出要求———比如广告必须真实和不引人误

解、律师和医生的建议必须专业尽职等。〔74〕这种“内外二分法”泾渭分明:公共对话是一个

“费厄泼赖”的竞技场,大家奉行公平竞争和买者自慎(caveatemptor)。人们被政客或媒体“忽
悠”就只能愿赌服输。但在公共对话之外,法律不仅可以对言论的内容提出严格要求,人们因

听信某些言论(比如虚假和引入误解的广告)上当受骗也可以获得救济。

打击假新闻则意味着把公共对话外的原则和标准引入公共对话内。本来,判断言论真假

对错的权力掌握在每一个公民的手里。一则内容是不是假新闻,应由每个公民自己判断。这

是公民因理性获得的自由,也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打击假新闻则意味着,这种对公民理

性的信任不复存在。或者说,公共对话不再承受得起公民做出错误判断的后果。这是否意味

着取消对公共对话内主体平等理性的假设,甚至一并取消公共对话内与外这一基本二元结构?

这都是需要在表达自由基本理论层面给予解释甚至重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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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msv.UnitedStates,250U.S.616(1919).
参见波斯特,见前注〔60〕,第2-3页。
参见波斯特,见前注〔60〕,第3页。
更多对公共对话内外的讨论,参见左亦鲁:“公共对话外的言论与表达:从新《广告法》切入”,《中外

法学》2016年第4期,第982-992页。
参见波斯特,见前注〔60〕,第27页。
参见左亦鲁,见前注〔72〕,第987-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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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假新闻”的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如何应对谣言和假信息却是一个普遍的课题。在

一定程度上,与近年才遭遇假新闻的西方相比,谣言和假信息给中国造成的困扰可能更久也更

强。观察和思考西方如何应对假新闻,对我们可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西方的表达自

由原则与理论常常被拿来评判中国对言论和互联网的规制。但随着假新闻愈演愈烈,一些中

国过去采取的饱受批评的措施也开始被西方重新评价,西方内部对其经典表达自由体系的一

些根本性反思也开始出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法学院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宣称,在言论和网络规制上,“中国可能是对的,而美国错

了。”〔75〕当然事情远非谁对谁错这样简单。但这的确提醒我们,每个国家都应该走出属于自

己的互联网治理之路。如果说假新闻对西方的挑战主要是,在过去精心打造的平衡破坏后如

何实现再平衡,那么对仍在探索何处是平衡点的我们来说,至少应在寻找和建构自身的平衡点

时,把假新闻以及新技术对表达自由产生的影响充分纳入考量。

Abstract:Fakenewshasbeenanuniquephenomenongloballyinpastyears.Toexplainwhyithas

plaguedsince2016,weneedtolookatitstechnological,psychological,economicandpoliticalsociologi-

calfoundations.Tofightfakenews,weneedtofocusonthethreekeyplayers———contentcreators,con-

tentconsumers(thepublic)andcontentdistributors(platform),andcombinelaw,technology,market

andnorms.Amongthem,reformingthefirst-generationinternetregulationsexemplifiedbyCDA230

mightbethekey.Further,fightingfakenewsalsoconflictswithsomefundamentalprinciplesandpremi-

sesoffreespeech,andare-balanceoffreespeechmayalsobeneeded.

KeyWords:FakeNews;Rumor;InternetRegulation;IntermediaryLiability;Free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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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JackGoldsmith,“InternetSpeechWillNeverGoBacktoNormal”,https://www.theatlantic.com/

ideas/archive/2020/04/what-covid-revealed-about-internet/610549,lastvisitedon9Decembe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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